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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范礼安是耶稣会传教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作为耶稣会派遣到远东地区的视察员，他实

际上成为远东耶稣会士的最高领导和传教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规划者。

    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范礼安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充分吸收了沙勿略等人的传教经

验后，制定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尽管遭到包括日本的布教长卡布拉尔在内的一些

耶稣会十的反对，范礼安还是坚持认为传教士必须努力的学习当地的语言和传统文化.调整

井修正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尽可能为当地人所接受的方式，传播信仰。这一系统化的策略方

针被后人称为文化适应政策。这些传教策略不仅在日本得到大力推行，而且被罗明坚、利玛

窦等入华传教士继承和发扬，并成为当时耶稣会士传教的一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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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近代史上，利玛窦 (MatteO 见cci)堪称天主教在中国的莫基人，同时也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层开拓者。但是，倘若没有16世纪另一位意大利耶稣会士

范礼安(AlexandrevalignaDI)的话，利玛窦也许就不会前往中国进入北京并取

得巨大成就。

    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传教史时，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利玛窦的

研究上，对范礼安这样一个“耶稣会赴华工作的决策人气对中国教区产生了重

大影响的人物却只是一笔带过，少有对其传教活动进行专章研究的。如李天纲的

《中国礼仪之争》一书中，只有一处提到了范礼安，即“耶稣会士，意大利那不

勒斯人范礼安驻在澳门，负责打开中国大门，职务是日本、中国传教区的巡视员。”

.而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的作者余三乐在其书中“利玛窦的铺路人”一章

中对范礼安只是略有提及。’在林金水等人所著的《泰西儒士利玛窦》一书中，

我们也只看到零星的几处有关范礼安的描述，如“在利玛窦来澳门之前，耶稣会

远东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和罗明坚己经开始为叩开中国大门而努力。， :“利玛

窦定居北京的消息传出，海外耶稣会大受鼓舞，更加重视中国的传教事业。范礼

安决定对中国传教点增加经费，增添人手。”’《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中，作

者林仁川等对范礼安的记述同样是寥寥几笔，“为了支持利玛窦进京，范礼安在

澳门搜集各种礼品，送往南昌，给利玛窦作为进京的贡品。”‘笔者认为，缺少对

范礼安这一重要人物的深入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教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遗

憾。

    首先，范礼安在整个耶稣会远东传教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作为东方巡视员，

范礼安拥有巨大的权利，他可以任命管区长，授予叙阶与终身誓愿，将他认为不

合适的人派遣回欧洲，甚至将立有四誓愿的会员开除出去。而这一切，正是会规

赋予总会长的权利。由此推断，他事实上成为总会长在东方的代理人。这样一种

特殊的使命和权力是以往和以后的巡视员所不再拥有的。

1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争.上海古摘出版社，1998，第2.页.
里参见余三乐:(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北京出版桂，2001.第引4，页。
;林金水、邹萍:《泰西擂士利玛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以扣，第19、‘方页。
刁林仁川 役晓公，11引宋济初中两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卯。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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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从沙勿略(P.F件口cisco Xavier)最早开创远东传教事业到范礼安到达

印度，相隔三十多年，其间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

后十年，更是成绩卓越。范礼安结合自己的实践，对前人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将

整个东方的传教活动提高了一定的高度。他在职期间制定了大量而全面的规章制

度和行为准则，，成为耶稣会士传教活动的依据和指导原则，并且之后其它耶稣

会领导者所制订的各种规定，也都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后，对于中国传教区而言，范礼安也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不仅

派遣罗明坚(场比.leRuggieri)、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开创了中国的传教事业，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支持、指导这一事业，帮助中国传教士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

种困难。他曾六次达到澳门，收集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研究中国文明，并多次

与利玛窦会面，对其传教事宜做出具体指示。利玛窦本人称范礼安是“中国耶稣

会传教之父”，而现代学者钟鸣旦则认为，“若无范礼安，便无利玛窦”。可见，

在一定程度上，范礼安的传教方法是具有开创性和传承性的。忽略了这段历史和

这个重要的人物，便无法对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具体事件做出全面、正确的理

解，更无法对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完整历史做出全面的评价。

    沙勿略是耶稣会远东传教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为后继者留下了一笔极

为丰厚的精神遗产，其中最为核心而本质的一点，就是审时度势，因地制宜，采

取灵活机动的传教策略，以达成传教改宗的终极目标。而范礼安则正是这一策略

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范礼安与沙勿略相比有三个优越条件:他受益于沙勿略的前

瞻性洞识;他在东方生活了32年，与沙勿略10年传教经历相比，有更充裕的时

间制定与执行政策;他最后有11年的时间专心考虑东亚问题。从范礼安在东方

传教的32年中(1574年一1606年)所担任的教会职务来看，全印度教区的视察

员17年(1574年一1583年，1587年一1595年)，印度管区长4年(1583年一1587

年)，中国和日本教区视察员n年 (1595年一1606年)。可见无论是视察员还是

管区长，范礼安始终在东方的教会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上任后主要采取了两项措

施，即整顿原有的传教机构，增派传教士;进而重新鼓舞传教士的宗教热情，目

的在于加强东方各耶稣会传教团的整体实力和应变策略。正是范礼安“再度点姑

，如:范礼安离开果阿后开始撰写的《印度诸事要录》、1，80年8月制定的《日本布教长内规》、1581年写
下的《关于日本风俗与礼仪的注意事项与建议》、1583年10月写成的‘日本诸事要录)以及在后来制定的
《胜中国澳门的日本管区代表规则》、《驻佰萄牙的印度管区代表规则》、《礼法指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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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

    本文主要集中讨论了范礼安第一次巡察日本期间(巧74一1582) 对于传教策

略的调整与修正。这次巡察在范礼安的整个东方传教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是其文化适应策略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研究这段历史，有利于我们更好的

认识文化适应策略形成的前因后果，并且更透彻地理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某些具

体事件。我们知道，耶稣会在远东不同国度的传教活动，既有区别分工与因地制

宜的策略选择，又是相互联系、遥相呼应的有机整体。1558 年，耶稣会在印度

设大主教职，统辖东非、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与日本的全部传教事务。1576

年后，中日两国的传教事务改由澳门主教区就近管理。1582 年设立日本准管区

后，澳门仍然是日本教会不可缺少的后方供应基地与中转站.两地教会的人员往

来极为频繁。当传教士被逐出日本之后，澳门又成为日本耶稣会士的避难所和他

们向日本渗透的基地。可见两国传教的密切关系。

    以往部分国内学者在探讨中西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等问题时，的是从比较抽

象的层面来探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冲撞。但事实上，耶稣会传教士在试图传播

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会限于单纯的宗教等精神领域，他

们必然在生活习俗、行为方式等现实领域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因此，本文从范

礼安在传教过程为达到传教目的，调整具体的行为方式入手，探讨耶稣会士在传

教过程中的东西文化交流。事实上，文化传播者常常在试图影响对方之前，就己

经受到对方的影响。例如，范礼安要求传教士学习日语、在行为方式上完全依照

日本人的习惯等等。正是在这些具体行为的调整、适应、改变的过程中，传教士

不断地深化对日本社会、传统文化以及行为习惯的体会和认识，并不断调整自己

的传教策略。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2001.第6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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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范礼安被指派为远东巡视员

    范礼安于1539年2月9日，7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阿布鲁齐山区的基

耶蒂城(Chieti)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曾是当地大主教齐亚.比德罗.

卡拉法(Gi明pie仕oCarafl乞)的亲密朋友，卡拉法就是后来的罗马教皇保罗四世。

1557初，未满19岁的范礼安获得帕多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由于保罗四世的偏

爱，同年被基耶蒂地方当局任命为卡撒勒(Sanste丘口ode1C出泊】e)修道院院长。

1559年保罗四世去世，范礼安失去了保护人，巧61年范礼安重返帕多亚大学继

续学业，由于年轻气盛，他曾一度陷入困境.t

    巧66年5月27日，范礼安在罗马接受了加入耶稣会的考试，两天后，正式

加入耶稣会。一年后成为罗马学院的一名学生，开始攻读数学、物理、哲学和神

学。他在大学中学会的世俗法律与教会法，为他后来在远东解决各种困难而复杂

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巧71年，范礼安担任圣安东修炼院教师(noice.mas扭r)。在那里他成了利玛

窦的“望道师”，而且因职务关系，在这一年秋天，他主持了对年轻的利玛窦的

第一年考试。之后，范利安一直成为利玛窦的保护人。，

    范礼安因为博学多才，机敏练达，加之视野开阔，仪态雍容，深得耶稣会第

，一说1538年12月20日.参见【法〕费核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粥
年.第20页。
.根据当时的一份报告，大学学生们.年轻、任性.他们大胆而自由，热情并花钱如流水。就象恶魔一样，，
范礼安也不例外。1562年11月18日夜里，范礼安与一位女生发生争执。他将她打成重伤，脸土缝了14
针。结果为苦察局拘留。在调查原因之后，检察官接受了律师为范礼女所作的辩护，宜布他将被流放成尼
斯4年，如果违反.将入狱3个月。井在科以巨烦罚金之后再次流放.此外，在交纳医疗费与赔偿金200
埃斯库多(。口川。)之前，不能自由行动。这份判决于.564年3月7日公布，被贴在威尼斯的里亚德桥上。
据说在一年半后，范礼安交纳了这笔罚金，孟获自由。有人认为，如此重判是因为受杏人的表兄是阿尔德
弗斯枢机卿的随从。而枢机卿向法院施加了影响.现存范礼安的最早文献，就是他向威尼斯十人会会长请
求释放的请绍书。请愿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我，帕多亚的学生，生于那不勒斯的亚功山德拉·瓦里阿诺、
据说在这一耻辱的事件之后，范礼安一直对此抱有忏悔的心理。他终学生时代的这一恶行深感痛悔。在加
入耶稣会之前.还一再反省 “这些罪恶是极为深重的.。
，范礼安后来一直对利玛宾十分器重，给与其传教活动大力支持和衍助，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究其原因，
过去的师生关系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另外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我们猜测是因为两人同为意大利人。当时
耶稣会里不同国箱的成员之间关系是较为复杂的，派系较多，而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同一国家的成员之间
的关系自然会更为密切。而事实证明，像利玛窦、罗明坚等意大利箱耶稣会士都是很好的贯彻了范礼安的
传教政策，而在卡布拉尔等非意大利摘传教士那里，范礼安的政策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执行的。范礼安
更多的启用愈大利摘成员，使其传教政策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和执行，如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就是如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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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总会长埃弗拉德，墨丘林(E悦rhaJ心Mercurian)的赏识。1573年2月5日，

范礼安向总会长提出去印度的申请。同年8月，总会长同意了他的申请，并将他

招到罗马。出人意料的是，范礼安不是作为派遣到那里的一般传教士，而是任命

他为“极遥远广大地区”的印度的巡视员.10规定范礼安权限的任命书现已不存，’

但我们从他的大量书信及其行为估计，他被赋予的权限远远大于一般的巡视员。

他可以在印度设立新的管区，任命管区长，认可叙阶与终身誓愿，将他认为不合

适的人派遣回欧洲，甚至将立有四誓愿地会员开除出去。而这一切，正是会规赋

予总会长的权利。由此推断，他事实上成为总会长在东方的代理人。

    当时，东印度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由于教皇授予的特权，印度教区交由葡萄

牙国王保护和管理。作为资助人，国王通过每年的资助金来支持那里的教会和传

教士。因此，印度教区处于葡萄牙国王的管辖之下。那时所有去印度的传教士都

要从葡萄牙出发，印度与欧洲之间的信件也都要经由葡萄牙区管长之手。另外，

印度传教团的许多欧洲日用品都要从葡萄牙运送出去。为了加强罗马与印度之间

更为直接和独立的联系，新的总会长希望能约束葡萄牙人在印度耶稣会的权利。

他所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委派一名值得自己信任的非葡萄牙的巡视员。重新规

范印度地区的传教工作。年轻的范礼安完全明白总会长的意图:“我非常清楚我

    .当时的印度不仅包括印度本土，而且还包括非洲以东直至日本的全部地区.报据耶稣会的会宪，
视察员〔拉丁语讥幼皿价，箱萄牙语P目花场，1.目or.西班牙语P目魄Visit目盼)并非组织上常设职务，面是

出于某一目的，由总会长派遗的.在某一时段中的特别职务。从大处上说，视察员的任务被会宪法规定规

定为如下三条:一、推进总会长与会员之间的联系;二，势促各地遵守会宪法规定，拓展修会的事业.寻

求适合当地特殊条件与困难的对策;三、视察当地.向总会长提出详细的报告。从上途任务看，视察员大

郁是在发生某种特殊问题时.作为总会长的代表.被派遭至的当地的总会长的特使.或者是总会长的个人

代表。因此。其任务与权限通常由总会长决定。通常役有任期。但通常达成目的任期亦告终结。当总会长

去世时.视察员的使命自动终结。在耶稣会的历史上.日本与整个远东地区的视察员扮演着特殊的作用.

远东诸国不仅远离罗马.而且其状祝说与欧洲大相径庭，为此.罗马很早就派出了视察员.15曰年，里斯

本修道院长贡萨罗。阿尔怕莱斯被任命为印度及远东的视察员，但他在竹73年于澳门前往日本途中，其乘

坐的麟只遭遇台风沉没，视察员亦死六。随后被任命的足著名的范礼女神父.J仁管箱范川包括印度，马六

甲、澳门，中国以及1一1本。范礼安1579年首次在!1本食陆，在那毕海留到巧引年。后担任印度管区长，

一度被再次任命为视察员，其时管辐范围仅限于日本与中国。为此，1592至1，93年再次来到日本，1598

惬.印J年第三次来日本视察。在他的斡旋下.远东地区的视察员成为常设职务。在将近两个多世纪中，这

一职务实际上成为远东地区的总会长代理.并拥有比一般视察员更为广泛的权力。其它传教地 (例如菲律

宾)的视察员也向罗马提出请求.但没有获得批准。为此。远东地区的视察员成为独一无‘的特殊职务，

在第‘次世界人战期间，由于与罗马的联系几乎中断，所以开始在远东地区任命总会长代理。他们也称为

vl，创Of。参见切布里克 (ci“liKH。比比SJ):《耶稣会的职务》荃怪教文化研究会会报1，6刁年第】、4

号、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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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身份，拥有如此大的权利，会令他们感到很不高兴·一 。总之，收回他们

对印度的控制权，这是他们难以忍受的事情”。"

    1573年9月20日，范礼安离开罗马.时年34岁，加入耶稣会仅7年.在

同年圣诞前夜范礼安抵达里斯本。聚集在那里的葡萄牙耶稣会管区的首脑们集中

在那里，他们对让年轻的范礼安出任巡视员颇为不满。他们与范礼安争执的焦点

有两个:一个是对随行人员中过多的西班牙人感到不悦，认为送他们去印度花费

太大，并对葡萄牙传教保护权构成威胁;二是葡萄牙管区对印度管区的统辖方法

产生的分歧。12对于管理方法的争执，才到葡萄牙不久的范礼安做出了自己的判

断:“当我接触到聚集在这里的神父时，我对他们运作事情的方式有了清楚的了

解。他们试图把他们的方法灌输给我，让我采用跟他们一样的方法来管理印度。

然而，他们的做法存在太多弊端，以至于后来他们自己反而成了被教授的人.，”

他把他们的观点归纳成几个主要的原则:1、不采用罗马的管理方法:2、对犯了

错误修士要进行肉体上的惩罚:3、严厉的管束:4、上级与下级之间无需存在和

谐的关系;5、上级不用像下级那样进行禁欲修炼，但却要严格地考验下级并训

练他们的自制力。范礼安用痛苦甚至带有讽刺的语言来形容这种管理制度的后

果:“当区管长来到住所时，极度的恐慌就会随之而来:当他离去时，那里就会

进行一场宴会，。“

    很明显，当范礼安与葡萄牙三位长官发生冲突时，他的不满使他对当时的情

形进行了偏激的判断。他所获得这样一种印象，使得他感到非常的懊恼。他请求

总会长尽快派遣巡视员并更换葡萄牙管区的主要首脑。这一痛苦的经历，对范礼

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在今后的印度和R本上长任命工作上得

到反映。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亦可以看到范礼安怎样压制日本传教团内这种类

似的倾向，并且如何坚持要求不同的区管长从根本上修正他们与土著下属之间的

关系的。

    1574年1月1日范礼安与同样年轻、年仅20岁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进

”sch欣，jo转fF几旧zsJ;valign~ 、Mi骊曲州ncivloforjaP朋P明卜T、毛Prob灿吸币侧的目“勿‘曲n
J心oy此，5」Xavi仃Diazdel剐。。SJ，19加.p名2-
12一直以来在葡萄牙教俗政权管辖的地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方法.一种主张采用温和的管理方
法，即卜长和下属之间保持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卜长要严厉的对待下属，应该用
各种方法来严惩下属的错误和缺点。而在当时，葡萄牙管区流行的是第二种观点。罗马则一宜希望改变荀

萄牙管区的管理方式.参见valignanao’sMiss‘onprinciplesforJ叩朋P洲1:TheP叻1呱 p.70.
Valign四ao，sMissionPrinciPI.sforjaP朋P酬卜TheProbl阮 P夕2
Vali砂1‘ul翻”Mi”1佣PrinciPlesforjaP幼P叭1:TheProbl。几P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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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会面，他提出了在传教事业中具有深远影响的“采用破除国籍之大同主义”

的建议，该建议在稍后召开的耶稣会省会长会议上得到了肯定.”同年3月23

日范礼安率领同国籍的引名耶稣会士从里斯本出发 (一说42人)前往印度l’.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到欧洲。

，.2范礼安在印度的传教活动

    1574年9月6日，夏卡尔号到达“东方天主教帝国之都、富饶而美丽的果

阿”。范礼安在这里停留了3年时间。他所管辖的印度管区极大，西至埃塞俄比

亚，北至印度达曼，东至摩洛加群岛与日本。范礼安到达印度，正值印度面临极

大困难的时期。他在向总会长汇报印度的情况时，这样描述到:那里“没有统治”、

“没有金钱”、“没有人手，、“没有正义”、“没有秩序”、“没有服从气

    巧75年4，范礼安开始巡视印度。他首先去了南方的科钦，在那里滞留了一

个月。他视察了那里的学院，并对学院扩建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当地的院长佩

雷斯曾是沙勿略的同伴，并担任前往中国的使节.他向范礼安汇报了圣多马在印

度传教的情况以及有关中国的事情。随后，范礼安到了科钦南部，视察了沙勿略

曾经传教的地方。特拉凡哥尔海岸由于战争，科摩罗海峡一半以上的教堂都被毁

坏了。范礼安对这样的情形甚感失望.他帮助他们还请了所有的债务，重新修建

那里的教堂，在沿海地区新建了十处住所，并决定增派4到10名传教士到这里。

之后，范礼安绕过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来到渔夫海岸，在富里加来滞留了

22 日。在那里他不仅会见了来自渔夫海岸各个处所的神父，还会见了从科摩罗

海峡到马纳尔湾一个代表着50，000教徒的基督教协会的头脑。他们讨论中最重

要的问题就是派遣新的传教士和建立一所语言学校。12月5日，范礼安返回果

阿。翌日，他在果阿附近的桥拉岛招集果阿院长罗德里格斯、后前往日本的加戈

神父以及拉蒙神父等人，举行了传教会议。在那里他们对关于印度区船教团的

51个问题进行了讨论。12月30日，范礼安把会议裁决书寄给了总会长。

    1576年1月下旬，范礼安在区管长维赛拉的陪同下，到达帕萨因，在4月3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第168页。
肠参见1法】袭化行:《利玛窦评传》，管展湖译，商务印书馆。1卿 年，第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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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再度返回果阿。为不在澳门停留直接前往日本，范礼安将出发日期从4月推迟

到了9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再次南巡，在8月末回到果阿。

    在上述滞留印度期间，范礼安努力使原圣多马的信徒重返基督教，规范那里

的管理模式，并培养本土圣职人员。他还开始编写马拉巴语的教理书.另外，在

组织和思想整顿的过程中，有一件事一直使范礼安魂牵梦绕、坐立不安，那就是

他在临行前耶稣会总会长所托付的重任，即 “希望开始饭依庞大中国的计划气

17加紧向中国内地派遣传教士的工作.为此，范礼安充分利用在东印度各地巡回

视察的机会了解各种有关中国的情况。“

    1577年9月2。日，范礼安离开印度.在此期间，他共写了24份报告.对

当时印度的传教形势颇为乐观。人们一般认为，虽然范礼安对印度的行政安排颇

为建树，但显然还不了解印度文化及其思想背景。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传教区

人们的评价中可见一斑。而他对印度文化以及印度人的评价对他的传教策略有着

重要的影响。

    范礼安认为印度传教区，除了欧洲移民以外，这里的人分为不同的种族、肤

色、语言和文化。首先范礼安把他们分为两类，他把印度人称为“黑人”，把中

国人和日本人称为“白人”。1574年8月7日他从莫桑比克发给罗马的一份关于

非洲人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到:“他们是非常没有天分的种族··⋯。没有能力

理解我们的教义或者去执行它;由于天生的低下智力，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理解

能力⋯⋯。他们没有文化，他们行为野蛮并且有很多恶习，他们像野兽一样生活。”

19紧接着范礼安还提到了服装(他们几乎半裸着)、肮脏的食物、一夫多妻制、

贪婪、缺乏宗教、愚蠢;并以这样的评价结束:“总之，他们天生就是做仆人的，

没有管理的能力。”他继续写道:“如果他们有能力吸收我们的教义，那么我们在

这里将有无限的土地等待耕耘，但是不幸的是很难有这种可能··⋯”.20

    范礼安并不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整个印度地区的人民.他意识到还有一个相

对高等的种族。然而他的评价同样的带有贬低的口吻:“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在这里，我指的并不是我们称作白人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就是没有声望和

”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册.台沟光启出版社，俘肠年.第431页。
.范礼安曾多次跟到过中国的传教士晤谈，体味其真切感受.他曾遇到黎伯腊神父。黎伯腊把传教十对于
无法进入中国的失望心情向他和盘托出。在交谈中.因计划黑夜非法偷渡而道到软禁的黎伯腊，在愤感羞
愧之余，价力主动用武力以使中国归化。面范礼安在果阿通截赛辣(叭介杜1住)神父会见，截竞志消沉，
闭口不谈如何打开中国门户的想法。
、恤11叨.“的、MissIO们pri伙iPlesfotjaP胡p州卜肠eprobl翻1，p%.
、乞}1幼anao，sMi“1训PrinciploforJ即anPaxtl:TheFrob】。几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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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就像亚里斯多德所说，他们生来就是去服务他人的而不是去命令他人。他

们出人意料的苦难和贫穷并被赋予卑微、低贱的任务⋯⋯事实上，婆罗门，他们

通过在田地中耕种，或者成为商人，甚至是店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然而他们也

只跟那些跟随我们的最低等的平民做比较。他们并不尊重妇女。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十分的贫穷，即使是有钱的商人，他们也不得不在残暴的统治者面前隐藏他们

的财富⋯⋯而且，他们的智力都非常低下，非常无知(我这里说的并不是中国和

日本)”2，

    在范礼安滞留印度的后期，他对这里的人民所持有的观点，虽然多了一些赞

扬，却仍没有更好的形容。的确，范礼安接触到的这些沿海的居民属于较低层次

的群体，他们对高等文明一无所知。基督徒托马斯，虽然处于相对高等的社会阶

层，但仍属于商人团体，所以仍然不会像范礼安所希望的那样追求知识.然而，

在印度，当时却存在着教授印度哲学和神学的著名的学校。在这里人们学习和研

究着印度过去繁盛的文明。如果范礼安能够更好的认识到印度的传统的文化，他

或许会对这里的人民的智力做出另外的评价，而他的传教方法可能也会大不一

样。就像后面我们将会提到的，在他停留中国和日本期间，他强烈的意识到要采

取大规模的适应策略。他努力的了解中国以及日本传统文化，这对他不断调整传

教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lJ卫M妙 ;ThcjaPanase and血J~ 诊-人Ics灿d川。甸ign朋。in‘”侧，行 turyjaP翻.LO川如几1993，p.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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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日本与欧洲神职人员之间关系的处理

  21对卡布拉尔做法的批评

    人手短缺一直是困扰日本耶稣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刀为解决这一难题，除

吸收一些日本修士以外，传教士们还大量招收名为“同宿”的本地助手，以缓解

教会人手不足的困难。而随着日本修士和同宿数量的增加，以及在教会事务中的

作用起到越来越重要，如何对待这些日本人则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身为日

本布教长的卡布拉尔，由于对于日本人的偏见，实行了一系列歧视日本人的政策，

使教会内部日本和欧洲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糟糕，彼此之间的争执和冲突愈演愈

烈，日本教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范礼安刚到日本不久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提到:

    当我第一次到日本时，我无法掩饰对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惊讶.卡布拉尔

神父以及其他人对日本人如此的轻视，这使我感觉到受到了诅咒.日本文化对我

来说是如此陌生，我决定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尽我所能来了解它.我从我们欧洲神

父和修士以及那些在耶稣会或者其他日本人那里收集了很多信息，就是为了发现

错误的根源以及改正它的方法.结果，我发现T卡布拉尔神父管理整个日本传教

事业的方式是错误的，甚至发现他的管理缺乏计划.对于耶稣会所遇到的困难他

根本没有行之有效的策略，也没做过任何补救的措施.正相反，我跟他讨论这些

困难时，他很绝对地说没有解决的办法并且日本的耶稣会注定是这样T.23

    范礼安在1580年10月27日写给总会长的信中，总结了卡布拉尔使日本耶

稣会面临危机的五个基本原因，其中后三点就是关于R本与欧洲传教人员之间关

拉在很长时间书.f]本传教士始终处于人手不足的仓魔之中.沙勿略离开日本时，布教长托雷斯手下可供
驱使的传教士只有费尔南德斯修士一人。直到10年以后的皿，61年，在日本的全部耶稣会士只有2位神父
和4位修士.在此后的年代中，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数t一直极为有限，即使是增援人数最多的1，”年，实
际低达日本的耶稣会士亦不过14人.由于人手过于紧张，第三代布教长卡布拉尔不得不立即将初来乍到的
新手分派到各地的住院。日本教会长期的人手紧缺，井非是由于印度教会的长老们对日本教区缺乏热情和
暇视，危险而漫长的海上航程常常使他们的努力化为乌有。例如在1，78年，印度教会向日本派遭了，名神
父，但他们在海难事故中全部葬身大海。范礼安到日本之后，前往日本的神父数t有所增加，但人手不足
的窍境井为裕到彻底改普。
刀vallgn朋ao，sM面，51闭P山‘iplesto，J卿 Partl:振Probl呱p2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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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问题。

    范礼安认为原因之一是日本的修士被粗鲁对待，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因为

待遇上的差别，他们与欧洲的修士间产生了严重的争执和离间。彼此之间相互指

贵、谩骂彼此的民族个性和习俗，结果是更加加深了两个团体间的纠纷和隔阂。

“我们生活在他们的国土，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耶稣会将无法继续存在。我们

不得不同意他们加入耶稣会:但是如果像这样对待他们，我们将看到随之而来的

是怎样的后果。这种观点和行为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然而还不仅仅如此，事

实上，它的最终结果将会是，整个日本耶稣会完全毁灭”。对

    原因之二，是同意日本人进入耶稣会的方式.范礼安肯定了接受他们的必要

性，因为，教会必须依靠他们向异教徒宣讲福音并使得异教徒饭依基督教。但他

认为他们没有接受必要的学习和培训，他们刚刚加入耶稣会，就被派去工作。他

们对耶稣会的规则、机构的管理方式、学识等等一无所知。范礼安认为，一方面

同意他们进入耶稣会，另一方面又不再关注他们，对于各种危险他们没有精神上

的准备，这只能导致日本耶稣会的最终毁灭。最后，范礼安还提到，耶稣会中流

行着一个这样的观点:不要向日本人传授任何学问和知识。因为如果他们学习了

这些知识，他们将不再尊敬我们欧洲的兄弟，并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行事，最终

将会统治耶稣会。作为日本的部教长，卡布拉尔觉得让日本人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是在浪费时间，而范礼安却认为卡布拉尔的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范礼安继续说道:

    这些以及许多其它的一些本无需提及事情使我哀伤和苦恼.但是最使我担心

的是，事实上日本的布教长并不十分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并且没有采取我所建

议的补救措施.他如此公开他的想法，以至这些天我感觉到不管我用怎样的言辞，

都无法让他改变态度.当我告诉他我的想法时，他说，实际上，耶稣会〔在日本]

已经毁灭了，而且经验证明我的建议于事无补.由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且在耶

稣会里有很好的表现，我并不想使他难堪.由于缺乏人手以及管理的困难使得我

很难把他换掉并让其他人来接替他的职位.我无法想到其他的任何人能胜任这份

工作.如果他能稍微意识到自己的欠缺，他将无疑是这里所有神父的最好且最有

能力的上级.我非常惊讶的看见他这样固执己见，从另一方面看，他是一个正直

加val卿anaD、M函佣尸而ciPIoforJ即朋P翻卜Th.P碗1呱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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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慎重的人，我在他面前摆出的那些理由，其实是很容易被一个普通人所欣然接

受的。有件事是我们大家所意识到的，那就是不管我把事情安排得有多好，也不

管我发出了多少指令，都不可能使它们得到执行，除非我亲自去监仔.”

    范礼安在这里表现出了对卡布拉尔的做法极度不满，并直接向总会长表示，

想撤掉卡布拉尔。而由于与范礼安的冲突越来越大，卡布拉尔也逐渐意识到自己

的地位无法维持下去。不久后，他恳请巡视员以及总会长辞掉他日本布教长的职

位。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他公开承认自己与范礼安的分歧.而事实上，在之后

的印度地区传教工作中，这种分歧一直存在，并对整个印度地区传教事业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肠

    在谈及到卡布拉尔这种做法的后果时，范礼安曾经说道:“日本的修士在这

种受约束的环境下生活着，他们很不愉快且缺少信任。他们无法取得任何进步;

他们被当作耶稣会的敌人而不是儿子来对待。他们对神父没有一点爱意并僧恨整

个团体。他们会在他们的同伴和日本的基督教徒面前用最恶毒语言来描绘我们。

他们无意追随耶稣会;井且当一些人提及要来并且要住在我们的会所里时，他们

会去阻止并且告知其他人他们生活在这里的所有恶魔般的事倩。更糟糕的是，他

们在教堂里过着如此不开心的生活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变得沉默寡言，并采取一

些恶劣且罪孽深重的方式来自我安慰或者来提醒我们要面对现实·⋯ 这种情形

不可能永远被困在围墙里。日本修士总要作为布道者与他的人们接触，无疑，这

个可怕的情形会被流传出去。这会影响我们与日本基督徒的关系，更严重的是他

们会认为这个政策是直接针对他们的，。范礼安还补充道:“一些基督教大名，如

有马晴信和大村纯忠多次对我谈到这一点，并指出了教会方面的错误态度告诉我

传教士中的许多人对日本的无礼与轻视，他们对神社佛阁不太情愿的毁坏，是因

为神父们宣称它违反基督教教理.””

    据说在卡布拉尔出任布教长后不久，就有一位曾在天草教会中担任了四年翻

译的日本信徒向他提出了辞职，并随后组织了一个独立的派别。虽然他们还信奉

”vali，幼ao’sMi”1佣P行ncipl“份rJ即anpartl:仆e枷bl佩p之56.
.卡布拉尔一直反范礼安的文化适应策略持反对态度，在曾在15%年垃月10日写给总会长助理的信中
大告黑状，井矛头直接对准了范礼安.他说:“范礼安神父认为.按日本习恨，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日本
旅来的习惯必须符合我们的规则与会宪。·⋯”今见‘耶稣会与日本，上，高教弘一朗译著，‘大肮海时代
从书》.第二期，岩波书店，1981，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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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但不要求神父去说教，也不承认与教会的隶属关系。这个独立的派别很快

就发展到巧00人.25虽然学者们对卡布拉尔憎恨日本人的原因众说不一，但在

他任布教长时间，教会势力显然是在萎缩。他对日本民族以及日本文化的悲观看

法和恶劣印象，不仅造成了教会内部的分裂，而且演变成为日本传教事业的重大

危机。

2.2对日本人的评价

    范礼安与卡布拉尔对于日本民族性格和文化截然相反的观点，是导致了他们

在接受、培养和对待修会内部日本成员等事宜上不同主张的直接原因。

    卡布拉尔对日本人一直抱有偏见。他在后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中，

为支持自己反对范礼安的适应政策的看法时，对日本人做了这样的描述:

    我从未见过像日本人这样傲慢、贪婪、鲜廉寡耻并充满欺编的国民.即使是

平民百姓，也都在内心梦想着成为君王，一有机会就会这样做。这种事在日本每

天都可以看到⋯⋯这种傲慢、贪婪和野心与欺编还支配着僧侣，除非别无选择，

他们不能忍耐服从的生活.只要有可能，立即就想高人一等，..⋯ 日本人认为不

暴露内心所想，不让别人察觉自己的想法是值得称道的深谋远虑的人.他们从孩

提时代起，就在如此充满欺编与伪装的社会中受到教育，因此，父亲不相信儿子，

儿子也不相信父亲.由于他们日本人拥有上述性格与资质，因此，他们企图分离、

分裂、甚至流放我们，从而让他们自己成为统治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只要

他们想这样做，就会具备能够这样做的天性与相应的手段.他们是本地人，我们

是外国人，他们有大批的亲戚与朋友，而我们没有亲戚和朋友。而且他们的习惯

与行为方式与我们有极大的差异，虽然我们积累起相关的丰富经验，但是让他们

理解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各种事情，那也许是神的伟大奇迹了.”29

    范礼安对于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看法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

理想到客观的过程。

，范礼安:‘日本巡察记》，松川毅一译注。平凡社，东洋文库，，985，第28，灭。
，翎1，呻 ‘sMisslonPdnciplcsrorjaP胡p明1:仆‘尸代由1佩p.2。一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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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日本之前，范礼安就一直对日本人的有很高的评价。早期，他从沙勿略

的信件中得知，“日本人是新发现的各国人民中最高等的民族”30“在我看来，

异教徒民族中没有一个能超越日本的··⋯ 他们极其珍视荣誉·一 ”31。1573年，

范礼安在离开欧洲之前，从西班牙写给总会长的信中这样写到:“他们就像上帝

赠与我们的礼物，是值得信赖的人，他们没有太多恶习⋯⋯。在接受洗礼以后，

他们有能力领悟我们的信仰.”犯范礼安曾断言:“日本人不仅比所有其他东方民

族优越，甚至也超过欧洲人.””

    范礼安认为印度人与日本人的区别就像黑人与白人的区别。在《日本诸事要

录》(Indiansulurn ary)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范礼安对日本人的描述:

    这里的人都是白人，他们非常有教养。即使是普通人和农夫也得到很好的教

育，他们十分有礼貌，因此，他们看上去好像是在宫廷里长大的一样。在这一点

上他们不仅胜过其他东方人，同时也胜过欧洲人二，⋯。除了中国人，他们是整个

远东最有能力，最有教养的人。”

    然而，当范礼安在日本生活了几个月后，他对日本人道德和精神上的评价，

就没有那么肯定了。除在日本的亲身感受外，每次日本国内的骚乱都使范礼安对

日本人的道德产生疑虑，同时卡布拉尔对日本人的悲观评价也对范礼安产生了影

响。范礼安后来自己承认，当他到达日本之后，卡布拉尔不断的使他注意到日本

人性格中阴暗的一面。范礼安曾在一份报告中写到:

    在印度，没有一个民族比日本人更贫穷的了，不管他们肤色多黑，也不管他

们的文明有多低劣.但是他们都不像日本人那样过度地关注个人名誉，试图使自

己超群出众.同时他们还非常任性，完全按照自己个人意志行事.虽然日本人很

有礼貌，但他们对邻居缺乏真正的关爱，在邻居需要帮助之时，他们很少伸出自

己的援手.他们还特别残酷，这一点从他们好战的天性就能看出来.除了残酷，

他们还很不诚实.他们隐藏自己真实想法，并把这看成是一种德行.因此，即使

” (1，45年!月加日沙勿略于科钦致罗马耶稣会士的信简》.转引自《裁拼教书·排哪书，，海老泽有通
等校注，《n本思想大系，25，岩波书店，1，70.第5引灭。
相1，即ao、Missi洲Pr面nc币冶forjaPanpaxt卜了七‘Pr比1翻『p25o·
仆cJ即助汉却d咖J口5o1”卜esAles，切d咖 Val‘，锄 insi烈晰‘自11u叮J叩anp一99-
助‘h.̂Sia访出eMakingofE帅阵vo砚⋯p.砧5.特引目张因湘卜‘从甲四初识别礼仪之争，，策”4贝。
‘日本巡察记，，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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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母也无法猜测自己孩子的想法.他们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也很难做出自己的

决定，因此，跟他们协商任何卒情都是相当困难的.”

    范礼安开始认识到自己先前加以高度评价的日本人事实上是“在别处再也找

不到的缎虚伪和最不忠实的人”，他感到自己处在“一种焦虑的不确定中，并因

为找不到答案而智衰力竭”.36他出于严密的逻辑理由赞同必须为年轻的日本人

开办神学院并为欧洲传教士创办更好的语言学校，但他又为开展这一计划的前景

和实际可行性倍感灰心。日本人的残忍、爱面子、堕落和伪菩是如此复杂，致使

他对形势感到绝望。而且日本人即使归化后，似乎也对信仰“态度生疏”。他惊

呼“就算没有基督徒也比有那种基督徒强!’37他开始认为或许应该等基督教在

日本打下坚实的基础后，才开始培养本土传教士。甚至他对日本人是否可以加入

耶稣会这一点都产生了质疑。

    由于不再对日本人的天性和品格有幻想，他开始反思1577一1578年间在澳门

的九个月。他在巧79年10月写于日本的一篇论文中对日本和中国进行了各方面

的比较，总之，中国人文雅、谦和、知书达礼，日本人粗野、好斗、不爱学习。

他还提到中国人喜欢肉食和普通食物这一点比较像欧洲人，而且日本人的食物简

直无法描述和想象。他进一步分析说，中国人喜爱秩序、规则，为人积极果断，

日本人则自由散漫⋯⋯。3’

    而在范礼安结束对日本的第一次巡察时，对日本人性格中积极和消极的方面

有了更为大胆而详尽的描述。他提到他们优雅的生活模式、礼貌、超凡的智力、

爱干净，他们对荣誉的珍视、良好的自控力以及对社交的谨慎和老练等等。而另

一方面，说到他们的缺点时，他指出，他们不诚实、不够坦白、非常残酷、常常

寻欢作乐等等。39

    虽然，范礼安对日本人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但相对于卡布拉尔而言，卡布拉

尔更多地看到了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中消极的方面;而范礼安相对来说要客观得

多，并且更多地看到日本人及其文化中优秀的方面。或许是对日本人以及日本文

化积极的评价，使得范礼安坚持要实行文化适应政策;又或许是他先入为主的文

Valign朋aD、MISSi曲阳解iPICSforlaP断p硕1
《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第329页，
Valign助即，sMISSi翻Princ证P】csforjaP朋P明1
Vaiignanao’sMi”ionPrinciplcs瓜J即即Paxtl

丁仆eFrobiO11，pJ月3一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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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适应政策，令他对日本人有了更为积极的评价;再或者是他为了贯彻文化适应

策略，而不得不对日本人及其文化有更高地的评价。对此我们并不十分确定。但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范礼安在日本执行文化适应政策，试图在日本建立一个日本

人的基督教会这一意图始终未变。1582年离开日本前往澳门的前夕，他草拟《决

议》准备送交罗马以征得同意，其中详细指导如何适应日本人的习俗，指示传教

士们应该遵守它们:“我的目的是在所有的问题上他们都应该按照日本的做法进

行”.40这说明文化适应是范礼安不会放弃的原则，正是在日本，范礼安继承和

深化沙勿略时代已经在构想的知识传教和培训年轻耶稣会士这一方针，使它制度

化并进入实际运行阶段。

23范礼安对教会日本人地位的规定

    1580年6月，范礼安签署了一份旨在对日本的传教策略做出一个全面概括

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指示日本的布教长，要求他既要促进日本教会的稳固和扩

展，同时也要促进日本耶稣会的维持与发展，并以此作为所有传教工作必须遵守

的文件。显然，这是范礼安到日本后第一次清楚地对传教策略所做的规范，同时

也是对卡布拉尔传教策略做出的明确批判。

    在范礼安看来，由于日本人骄傲、聪明，因此他们无法容忍外国人来管制他

们，所以在日本建立基督教会的唯一的方法是培养本土神职人员，让他们按照自

己的方式来管理教会。“外国人只有使自己适应了日本的做事方式，才会赢得日

本人的尊敬，才能取得传教的成功。日本耶稣会的生活和工作都要依赖于日本

人.”引因此，耶稣会必须接受许多有上进心的日本人，事实上，只有依靠他们，

传教工作才能在日本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个性和习俗与欧洲人有太

大的差别，日本布教长必须注意两件事情:(1)日本人在修道院里能生活的更好，

并且越来越尊重耶稣会，(2)日本与欧洲神职人员之间要保持和谐的关系。。

    在处理日本人与耶稣会的关系上，范礼安指出，日本的布教长要善待日本人，

要以友好的方式来接受他们。另外，他还强调，温和的对待并没有排除对精神修

.范礼安:《传教团在日本举行的仪式，对日本风俗及圣金贵子的说明，。第19奴，转引自托洛萨那，《即
击中国之门，(下)，‘跨文化对话》第四辑，中华文化书院，2《朋)，第!引血，
4Ivali皿阴助、Missi佣p而ci川esforJ即助P叭卜T、‘P代由1.的.pj56
心TheJ即吟 胡d‘Ju钊1七砂一人且。，川drd。钊ign锄insiX吮n~山ryjaPan.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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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严格训练.耶稣会的责任就是要关爱日本下属并且改正他们的坏习惯和恶

行。但是，日本人必须认识到布教长职责的重要性，否则，就很难让他们服从耶

稣会以及教会。总之，初学者必须去按照会规去见习所，接受尽可能像士兵般的

训练.“学习是相当重要的，无知将是一切错误的根源，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指

导别人的地位的人来说.”幻所以，日本布教长必须坚持让那些有想加入耶稣会

并有天分的日本人学习拉丁文和道德理论，这样他们才能更好的进行布教。年轻

人更是要在神学院里接受拉丁文训练，并且不能忽视精神上的训练。

    在处理欧洲成员以及日本成员的关系问题上。范礼安要求日本和葡萄牙的修

士，以及日本和葡萄牙的同宿者要得到同等的待遇。而两个队伍间团结的最大障

碍在于各自习俗之间的巨大差别。由于欧洲人生活在日本人中间，所以欧洲人要

使自己适应当地的习俗，必须观察和学习日本的礼节。由于布教长要与统治者以

及社会名流打交道，必须比其他人更懂得日本的礼仪。另外，范礼安认为维持并

促进日本耶稣会发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神学院，培养当地的年轻人。

    1580年6月28日，范礼安再一次关于神学院问题对日本布教长进行了指示。

内容包括神学院的管理、建造、老师以及课程的安排、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以及对

于学生的管理等一系列问题.44根据范礼安的指示，我们可以概括出这些神学院

的特点:它们是为日本年轻人尤其是来自贵族家庭的年轻人而建立教会寄宿学

校。传授给学生学术、道德、宗教等各方面的知识，把人文教育以及哲学、神学

教育与日本的文化相结合，同时使基督教的人格训练适应日本的道德礼仪以及日

本人的生活方式，而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培养本土传教士、

牧师以及修道士。范礼安建立神学院的想法，一方面受到了欧洲传统模式的影响，

另一方面，日本的传统，即来自于贵族家庭的年轻人会进入和尚的寺庙进行学习，

这也对范礼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同宿者长期跟随僧侣们生活的制度对佛

教的传教工作有着非常好的影响。在范礼安看来，神学院对于日本教会的发展以

及适应式传教策略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与各地传教士商讨如何应对人手短缺这一问题时，范礼安一再强调建立神

学院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在《日本诸事要录》(J即ane哭Summ ary)谈到日本人

在耶稣会传教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他指出培养本土助手是绝对必要的，而神

习Th曰闷翔份鱿andl比加，it卜ee冉t。‘口drdo刊吻锄 讯州xl晰~加叮娜叭P.纸
“乡见钊1，胡ao，sM.51侃Pri民性p匕forjaP胡P叭1:仆ep代由km.p孙7·3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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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则在这个事情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耶稣会过去需要他们的帮助并且今后将

继续需要他们。学校的训练和学习是日本人将来从事圣职工作和成为牧师的尤为

重要的准备。

    在是否允许日本人加入耶稣会这个问题上，范礼安早在巧79年12月2日的

一封信中对其利弊进行了谨慎的比较。一方面他认为教会的布道工作离不开他

们，他们是欧洲传教士和日本教徒之间必要的桥梁，而且他们的天分尤其是他们

的贵族血统也显示他们非常适合加入耶稣会，没有他们日本教会人手缺乏的问题

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也无法忽视他们的缺点:过分的保守、虚假、好色、自

私、骄傲。刁5如果与欧洲传教士发生冲突，他们很可能摆出一副统治者的架势.

这样的人会遵守耶稣会的生活和规则吗?范礼安认为现实的做法是让时间来证

明一切。而同时，范礼安还是开始了在神学院里对他们的训练。

    虽然，采取了跟卡布拉尔截然相反的做法，但他还是无法掩饰内心深处对日

本的反感和誓惕心理。在上面提到的，在给日本布教长的指示中，他一方面肯定

日本耶稣会士的重要作用，要布教长善待他们，同时又强调耶稣会的责任就是关

爱日本下属并且改正他们的坏习惯和恶行，初学者必须按照会规去见习所，接受

尽可能像士兵般的训练。而日本人加入耶稣会前，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范礼安就

是在这种相互矛盾的心理作用下，进行传教方法的痛苦抉择，而他最终选择的是

一条灵活、现实可行的传教策略。

    不管怎样，在范礼安第一次视察日本时，他肯定了耶稣会吸收日本人的必要

性，并且应尽可能接受更多的人。在他这种政策的指导下，15毅 年耶稣会里有

23个日本人，而到了1592年已经有70个日本耶稣会士。1588年日本教会吸收

了40个神学院的学生加入耶稣会，但范礼安却觉得这种速度似乎太快了.在1593

年的一封信中，范礼安说日本初学者的数量太多了，因此他开除了五个不合格的

人，在过去的三年里只有去罗马的那四个贵族加入了耶稣会，并且下达指令在今

后的两年里不能再接收任何人.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如此轻易接收这些新手”。肠

然而，对于日本牧师的需求是这样的迫切，日本准管区长Gomez在1597年给范

礼安的信中催促在澳门学习的三个日本耶稣会士应该得到任命，因为在遭到迫害

_的时期，他们可以隐藏起来而欧洲的牧师却无法躲藏。这给了加快吸收这些新手

二Xali甲‘ao、Mi卿”帅ciPI竺forjaP竺卿三TheProb恤衅83 ，
一 1加已J.P幼‘5心山】Qm心J此Ull毖~一八1肠SanQrQ0vailgn阴olnslxl‘.n，c‘n巴ury J.p即，pI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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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极好的理由。这件事情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传教工作对于本地助手的

依赖，耶稣会吸收日本人入会乃是传教的需要。

    1580年8月25日范礼安在写给埃武拉大主教的信中写到:“在修道院中，

不得不按照日本的习惯，依照他们的生活方式.”弓，他还反复向传教士们强调“我

们生活在日本人中间，并且肩负着向他们传播福音的重任，我们必须使自己完全

的适应日本人而不是相反。”拐可见，传教士们的一切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

行动，因为毕竟他们在这个国家是外国人，是极少数的外国人，当他们如果无法

采用武力传教的方法时，那么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就必须采取一种温和的

传教策略。虽然他的这种做法一直遭到教会内外各人士的指责，但这终归是建立

在他对周围环境的敏锐洞察力和判断力之上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传教方法.不

可否认的事实是，范礼安首次访问日本期间，耶稣会在日本传教事业达到了它的

最高点。根据1581年的《耶稣会日本年报》记载，当时耶稣会在日本共设有三

个教区，共有信徒150000人，全国各地的教堂有200余座.在安土、有马神学

院中就读的贵族子弟50人，在府内神学院中有学生6人，在臼柞修炼院进修的

还有8名葡萄牙人和12名日本人.日本全境共有75名耶稣会神父和修士，而各

地住院中，还有500名同宿和仆人协助他们传教或是照顾他们的生活。49整个日

本教会呈现出繁荣景象.

，’《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三期第五卷，松田毅一钾译.同朋舍。硬991。第270页。
铭vali，朗ao，sMissi叨Pt访cipl。允rJ即阴P胡111、esoluti闻pZ”
.参见‘耶稣会日本年报，，上，村上直次郎译，《新异国丛书，m仪 雄松堂，
页:相同的内容亦见于《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三期第六卷，

1984年第五版，第31·104
第五页，但文字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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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

3.1耶稣会的一贯做法

    走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是耶稣会的一贯作风。早在1534年8月15日，耶

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a6璐Loyala)与他的六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发誓，

过一种传播福音的贫穷生活，并为在圣地耶路撤冷拯救灵魂而工作。但是，因为

发现在圣地传教不可能，转而誓愿效忠罗马教皇，视教皇为基督教的代理.这时，

耶稣会的两大基本宗旨— 传教和效忠教皇— 已经确立。为投合上层口味，耶

稣会绝对效忠教皇并直接服从教皇，这使罗马能够放心接受他们为对抗新教和传

播信仰的人，把他们看作是“维护自己绝对权利的贴身卫士”。50由于当时民族

政权日渐兴起，耶稣会除了对罗马负责外，还要赢得各国君主的支持。罗耀拉认

为，耶稣会士可以通过接触上层人士而最大程度的增加“上帝的伟大荣耀”.因

此，耶稣会宪章把归化统治阶层视为第一位的传教政策。当罗马教会与世俗君主

为争夺权利而摩擦不断之时，耶稣会却能左右逢源、进退有余，这是其一贯的灵

活原则的成功，反过来也是其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柱。耶稣会能够获得教会和

君主的支持，根本原因是他们在对抗新教教徒、争取海外异教徒方面有一致的需

求。除此之外的关键原因是，耶稣会士通过各种具体行为直接支持教会和政府，

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而耶稣会的精英教育的目的也是要适应世俗学说的发展，用

知识武装自己，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

    耶稣会的这种上层传教路线，在远东的传教事业中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远东传教事业的开创者沙勿略来到日本，一开始他设想的是一条至上而下的

传教路线。他认为，这种传教方针是高效而简捷的，如果成功，将会使统治者属

下的广大区域全部改宗，这样就可以迅速有效地实现传播福音的目的。沙勿略在

鹿儿岛登陆后，马上拜访了这个城镇的地方长官盯奉行.紧接着又随即拜访了距

那里不远的鹿儿岛领主津贵久。在这次会面之前，沙忽略对日本混乱的政治局面

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当时的人们己经不像以往那样服从天皇的命令.但是，

”1法1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皿，卯 第30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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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忽略没有立即修改他的传教计划。他坚持认为，居住在京都的天皇，仍是日本

最高的统治者，所以恳求领主帮助他前往京都。然而，京都之行的最终结果令人

失望。由于没有人引见，沙忽略没有见到任何大人物。失望万分的沙勿略在京都

呆了11天左右，便永远的离开了那里.通过这次长途跋涉对日本内地的实际观

察，沙忽略对日本的政治现状有了更加清醒地认识和实际体验，并使他不得不调

整以往过于理想化的传教策略.沙忽略迅速而适时的修改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制

定出了符合实际、能满足各方需要的传教方针。自上而下的传教方针没有变，但

工作的主要对象已从一厢情愿的日本皇室，转向称霸一方的地方大名。地方领主

的支持使沙忽略的传教活动开展得相当顺利。

    30年后，范礼安巡视日本，此时的日本虽然尚未统一，但与沙勿略传教期

间比较，政局有了很大的变化。织田信长已经占领了日本的大部分省份，并且正

准备征服余下的省，他很有可能成为整个日本的统治者。因此，范礼安一方面继

续与地方大名交好，另一方面他千方百计与织田信长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范礼安

看来如果能够实现并且继续与织田信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么就很有希望使整

个日本板依基督教。这也正是沙勿略想要实现的梦想。

    利玛窦在中国也继承耶稣会这一传统路线，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皇帝和士大

夫身上，千方百计的想进入北京传教.事实上，早期来华各类葡萄牙人都坚信，

如果能设法见到中国皇帝，就能劝说皇帝允许葡萄牙人贸易，甚至能允许在中国

人中传播基督教。这种观点也深深影响着包括沙勿略和范礼安在内东方传教士，

当时传教士中流传着一种信念:如果某人能被国王很高兴的接纳，则就有可能归

化全部中国人.，，利玛窦虽然最早在广东建立了传播基督文化的据点，但却“无

时无刻不向往着帝都北京，他梦中的中国天子是一位像年轻的葡王赛巴斯定那样

绝对专制的君王，他一心希望借助皇帝的神圣权威，创造福音传布的奇迹.”犯利

玛窦进京的计划得到视察员范礼安的支持。范礼安认为，为使传教士在中国获得

更高的声誉，最可行的方法看来是由一位神父安排一个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

为此，他派遣罗明坚去欧洲。还下令利玛窦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撰写教皇致中国

皇帝的信，致广东总督的信以及教皇给使节的证书.”范礼安认为中国的传教团

幻《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第358页。
”《秦两描士利玛窦》。第44页.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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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门神学院来管理不利于工作的展开，于是，利玛窦被任命为整个传教团的监

督，它不仅有权指挥整个传教团，而且有权决定在最有成功希望的地方开辟一个

新的传教中心。利玛窦上任不久，范礼安立即建议他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

新的居留点，因为范礼安认为:除非被皇帝欣然接待，否则长期居留在中国就没

有任何保证。礼玛窦由此开始了进入北京的艰难之旅，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3.2范礼安对过去做法的忧虑

    至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是耶稣会一贯而有效的策略，而作为东方视察员的范

礼安对此策略更是应用得柔韧有余。范礼安一向善于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能对身边的环境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判断，并及时调整行为方式，他尤其植长于与

各种上层人士打交道。然而，对于这一策略，初到日本得范礼安还是表示出了自

己的忧虑。

    从1549年8月5日沙勿略踏上日本的土地到范礼安的到来，相隔三十多年，

其间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尤其是后十年，更是成绩卓越。

但是，令范礼安感到失望和担忧的是，日本的基督徒与教会的关系是相当肤浅的。

他认为大名入教的动机值得怀疑。葡萄牙商船带来了基督信仰，同时也带来了来

自中国的丝绸以及来自其他地方各种珍奇物品。日本各地的商人都会云集在商船

到达的港口，使那里的市场活跃起来。同时贸易还给这个地方带来大量财富.这

才是封建领主门对神父感兴趣对他们的教义感兴趣的真正原因。

    范礼安在 《印度诸事要录》里写道:“丰后的“国王”正是出于这种动机，

利用他的影响来传播基督教.因此，日本人与印度人一样，很少有人是出于真正
                                                        、

正确的目的饭依基督教的。然而，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之间就存在了很大的

差别。作为版依者，印度人毫无天分，对他们教导的十分困难，很难成为好的基

督徒.而在日本，虽然大部分人阪依基督教是迫于封建领主的所施加的压力;然

而由于他们是白人，有很好的教养和天分，只要给与他们适当的指引，他们就会

成为很好的基督徒。这些统治者，非常世故，他们眼里只有商业利益，并不断的

卷入战争来扩大他们的领地。‘他们是最坏的因素’”.54

，肠.J即anase anu t址Jusui。卜一Al仍绷d记ovali，anoins‘川“”~ 加叮Jap眠pI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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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范礼安一再强调，日本人只要得到良好的教导，就能成为东方最好的教

徒(在这里，范礼安并没有把中国包括在内)，但是范礼安在对日本的情形的描

述时，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字眼“这个基督教社区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热倩气”

在1579年的一封信中，范礼安公开的说“他们对信仰生活如此的冷漠，以至于

很难把他们跟异教徒区别开来”。，6在他看来，这是因为日本国土广阔并且语言

十分难学，因此很难找到传教工作所需要的人员。为解决这个困难，就必须建立

神学院，培养本土牧师。

    所有这些，使范礼安一再怀疑过去的传教方法是否正确.1579年12月10

日，在写给总汇长的信中，范礼安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优虑。

    我不止一次的审视这个使异教徒改宗的方法.在我们的经历中，它所伴随的

后果，使我们感到震惊和困惑.那就是，当我们传播福音，并在这个地方开展归

化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即正是那些统治者毁坏了我们的建

筑，给我们的道路设里了如此多的障碍，以至于我们刚刚取得的成果顷刻间化为

乌有，白白浪费了我们过去的时间和努力.这样，那样的不幸在各个地区不断的

发生着，其结果就是异教徒越来越不关心和尊重我的信仰·.⋯他们使我们怀疑这

种赢得基督徒的方法以及继续实施它，是否是上帝的意愿.”

范礼安罗列了反对和支持这种传教方法的理由，并且做出了对反对理由的回

应:

    反对的理由:

    1.经验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版依者，并没有寻求教会接纳他

们的精神上的动机;他们缺乏必要的对上帝的信念和爱以及遵从我们神圣信仰的

愿望.而且，他们的出发点是世俗的利益，就像上面所提到的，迎合他们的统治

者.

    2.在饭依墓督教以后，他们对宗教生活并不热情，他们的生活与异教徒的

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并且他们很容易敖离信仰，他们看起来并不比异教徒圣洁和

可靠，他们同样为了利益背弃了他们的信条，并过着同样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下

T七eJ即即仪 胡d阮J脚1臼卜-Ales绷drdovalign咖 insixl。泊~ 山ryJ却朋，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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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基督徒反而比有这样的墓督徒好!

    3.使徒以及其他圣人并没有依靠世俗利益和礼物来作为传播福音的手段.

并且教会规定，只有那些得到很好教导的并经受过考验的人才能受洗入教.

    支持理由:

    1.许多圣洁的统治者像我们一样，他们对那些希望成为基食徒的人显示出

了伟大的关爱，同时严格地对待其他人.他们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毁坏神圣的名誉。

    2.在整个东方这种世俗利益是目前使异教徒板依基含教的唯一途径.

    3.尽管世俗利益是他们转化的原因，然而，只要给与他们足够的指导，他

们中很多人都会坚定不移的坚持着信仰.

    对反对理由的回应:

    1.虽然很多人在受洗前缺乏必要准备，但入教后他们的思想可以得到再生.

    2.这些基督徒过着如此冷漠的宗教生活并不奇怪，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去激

发他们的热情，尤其是没有壮丽的教堂和永久的牧师.他们大半年都无法看到一

个牧师，就算牧师来了，也只会待上一两天.

    3.圣人们可以不用世俗利益的手段，那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能力.但是，仍

然有一些圣人和主教通过礼物和利益来推进传教工作.的确，立法处规定饭依者

要经过教导和长期的考验，但这仅仅是在教会处于发展成熟的时候。而在日本，

传教士非常少，而且还有很多的阻碍，给与教导就可能意味着失去最佳的洗礼时

机.因为他们生活在异教徒的环境之中，很容易放弃他们的决心，，

    通过一番比较之后，范礼安的最终裁决是:在取得成果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些

不规范的做法，但这并不是错误的传教方法.

    在这里，我们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到范礼安对于世俗利益传教手段的态度，那

就是，虽然它并不符合规定，但是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情况之下，教会只有采

取这种做法，才能开展传教工作.在当时，并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供选择。客观条

件决定了他们的传教方法。

    早在范礼安到达日本的两年前，卡布拉尔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说道:

在日本没有比封建领主更好的传教士了.人们依靠领主给他们的土地来维持

”vali，anao·sMissionPrinciplesforjaP翻P叭1:仆‘际bl呱 pZ蛤2，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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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财产，他们完全依赖于领主，跟随领主的意愿来选择

宗教.领主才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上帝.因此，如果领主要他们接受这种或者

那种信仰，他们就会照做;并且他们通常要放弃他们原先长期坚持的信念;但如

果领主没有同意，不管有多么强烈的愿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窗险进行改宗.

在日本的经验已经显示领主的意愿和许可是大多数人改宗的决定因素.统治者们

显然同意人们加入墓督教.他们希望通过传教士的影响力吸引商船到他们的港

口，由此通过收取港口税和进行贸易来使他们的领地获得大量的财富。或者，如

果他们住在国家的内部，他们答应为他们与葡萄牙人的贸易提供便利.然而，这

种许可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意的入教，他遵循以下的法则:下层社会的人们在信

仰方面比较容易教导，但入教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上层社会.统治者们说人们在他

们的统治之下，并且会在他们的命令下叛教，因此，上层社会才真正掌控着入教

问题。”

    范礼安对这一点也有同样的认识:封建领主对他们的从属有着如此绝对的权

威，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他的从属根本无法从他的权威里逃脱也无法反对

它。领主只要愿意，就可以取走他们的生命、家庭、荣誉以及他们的财产，而领

主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并且无需任何原因和理由。因此，他们总是在不断更

换从属们的房屋、田地、收入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在这里没有任何宗教团体

和宗教信仰可以跟统治者的意愿相抗衡.“

    尽管还有疑虑，范礼安还是决心继续采取原来的转化方法。而事实上这也是

范礼安一贯的目的:让成为基督徒的统治者在他们的国家推动基督教的发展。范

礼安是一个十分擅长跟上层人士打交道的人，在日本期间，他千方百计赢得日本

统治者的信任，为其传教活动铺平了道路。

3.3在有马的成功传教

1579年末，范礼安在有马领的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对范礼安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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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在日本的传教工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有马领主有马义贞以及他的两万臣民三年前阪依了基督教.转化工作一直进

展得十分顺利.他的儿子晴信没有受洗入教。在有马义贞死后，有马晴信在反基

督教势力的压迫下，开始了反基督教的运动。他们把神父从领地赶走，击碎十字

架，焚烧教堂并强迫教徒背叛教义，传教士们被迫退回偏远的口之津。但是，当

有马晴信面临肥前龙造寺军队的巨大压力时，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晴信在范利

安刚刚到达口之津时就去拜访了他，而范利安也在到达有马领时进行了回访。范

礼安来到这里后，开始跟晴信协商，请求他以及他的所有的城民阪依基督教。当

晴信不幸失去他的三个要塞时，他答应了范礼安的请求。形势变得越来越艰难;

晴信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与他叔叔大村纯忠以及与教会的联系之上。他成功的

说服了他的许多城民，其中包括一部分僧侣受洗入教。并请求范利安帮他做洗礼。

然而，他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反基督教的亲戚，其中包括他的祖父和几个叔父都反

对他的计划。他们站到了肥前龙造寺的一边并且包围了有马领。

    而整个事件的最后解决得益于一部分封建领主的背叛，导致集团内部明显分

化，一部分人转向基督教信仰，一部分人则持反对态度。我们知道范利安曾安排

一艘船在口之津着陆。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件事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有可

能是由于卡布拉尔的暗示)，我们无法确定。但是从年报上我们可以相信，范利

安在这件事上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动荡的局势使晴信很快跟他的叔叔大村纯忠结

成了同盟.同时他寄希望于教会的物质支持而不是一些虚幻的东西。1580 的复

活节，晴信终于与他的亲信一起受洗入教。范利安的到来消除了马有被围困的城

市所受到的威胁。他发给穷人救济金并为他们提供食物;甚至给他们送去了火药。

肥前龙造过高的估价了晴信从神父那得到的帮助，并且害怕战争会在他攻克的地

区爆发，于是宣布他愿意进行和平谈判。这次事件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显示了范

利安在对待难以处理的事情时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尽管他对此一直比较小心谨

慎，这个做法后来还是遭到了很多的议论.他花费了如此多地战争物质来支持一

个刚刚成为基督徒的王子。他从葡萄牙船上得到了这些物资，这暗示范利安很早

就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并且意识到火药和枪支对于他传教使命的重要性.范礼安

向马晴信提供了600克鲁扎多左右的弹药和粮食61。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I，80年度日本年报，，《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三期第五卷，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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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一个传教士或者修士一年的补助金只有加克鲁扎，而一个同宿者则只有

8克鲁扎.62但范礼安充分意识到了他的帮助对于有马晴信的意义.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范利安积极行动背后的传教原则。由于有马领

事件发生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即范利安正在探寻传教方法的时候.他所采取

的步骤和取得的成功，除了得益于他个人谨慎、沉稳的品质外，还由于他采取了

与过去相同的传教方法— “至上而下的传教路线”，即通过赢得上层阶级而使

整个国家饭依基督教。在有马事件中，就是要赢得有马晴信以及他的有影响力的

亲戚和封建领主。不仅仅要使年轻的王子和他的跟随者们接受基督教，还要尽可

能的赢得所有的重要人物，这对于实现范利安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这

个方法，耶稣会才能确保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不会在今后被推翻。

    范利安在有马停留了三个月。其间有4000人接受了洗礼，并重新赢回了之

前遭受迫害而被迫放弃信仰和被驱逐的7000名基督徒。在有马晴信的推动下，

他领内的40余所寺庙或被拆除或被改建成教堂，这些被毁掉的庙宇其中不乏有

在整个日本都享有盛誉的异常漂亮的神殿.目有马晴信保证毁坏他领土上所有异

教徒的寺庙并且断言剩余的人们会全部成为基督徒。被毁坏的寺庙加起来有 40

多座，和尚们或者成了基督徒，或者被迫移居到其他地方。1580 的年报还记载

了这样的细节:“这在日本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新奇的。迄今为止，虽然一些上层

社会的人士已经板依了基督教，但是破坏他们的偶像并且让和尚入教则是相当少

见的.”64已经发生的挫折仍然让范礼安有很多的优虑.毫无疑问，他有责任地

继续进行观察，寻求更好的传教方法。而另一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又让他确信，

这种传教方法的负面影响不会妨碍教会在日本的发展。

    范礼安对有马领的支持以及所取得的积极后果，对九州的各领主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不少领主对基督教改变了态度。甚至连一向反对基督教的龙造寺也表示

将允许传教士在他的领地传教。与此同时，曾经赶走沙勿略的萨摩藩领主津贵久，

也放弃过去的成见，对途经其领地的范礼安甚是殷勤，并要求传教士到他领地传

教，建立教堂。范礼安对有马晴信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也使他更加

坚定了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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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范礼安与织田信长

    滞留有马、大村以及丰后期间，范礼安因为九州地区的频繁战争，传教事业

的不稳定以及与卡布拉尔意见相左，使他对日本的传教事业持悲观态度，一度想

终止巡视返回印度.但当时京都地区的奥尔格基诺(。rgantino)神父力劝范礼安

到京都一行.奥尔格基诺神父称日本为“仿佛我们的新娘”.“他一直主张适应

日本传统文化与思想的传教方针，在京都颇有人缘.由于他的出色工作，那里的

传教形式比九州好得多。他的乐观情绪给了范礼安很大的影响。

    范礼安京都之行，最为关键的就是与织田信长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与织

田信长的良好关系并不是由范礼安首先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当范礼安第一次

会见他时，这种友好关系已经建立20多年了，尤其是弗洛伊斯 (Frois)和奥尔

格基诺，他们一直跟织田信长保持着甚为密切的联系。随着织田信长的实力不断

壮大，这种关系更显得意义重大。与某一个领主结盟，教会就会招到它的敌人的

对抗.之前，尽管织田信长的力量不断壮大，但他仍无法完全控制整个日本;不

幸的事情经常会在战争中发生，起义或者是统治者突然的死亡，会使整个形势完

全改变，这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传教士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命运的突然改变。

而现在与过去比较起来，织田信长的处境要比其他任何一个领主要安全得多，在

他的努力下日本的统一将指日可待。一份年报这样记载到:“他如今占领了33

或33个省份;依据视察员的判断，他正准备征服余下的省份。如果他没那么快

死掉，那么他很有希望成为整个日本的统治者，到时他会拥有更大的权利”。“在

范礼安看来如果这种前景能够实现，并且教会又一直与织田信长保持着良好的关

系，那么就很有可能使得整个日本饭依基督教。

    为此，范礼安精心安排了他的京都之行。1581年3月19日，范礼安与他的

同伴从府内出发。整个队伍浩浩荡荡，“40个神父带着他们自己的随从，35头驮

着货物的牲畜，以及40匹背负行李的马”。67这些物品中，除了带给织田信长以

及其他社会名流的礼物之外，范礼安还带了很多套祭祀用的法衣、做礼拜所必需

的物品，小油画和大幅祭祀图像，乐器、书籍等等。一路上日本人聚集在街道的

两旁，好奇的观看这个队伍，而视察员高大无比的身躯以及跟随他的黑皮肤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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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引人注目。沿街的基督教徒极其恭敬并无比兴奋的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早在范礼安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人们就奔走相告，知道有一位极其尊贵的客

人来访。范礼安沿途访问了河内的八尾、若江和冈山地区.3月26日，举行了

盛大的复活节庆典。参加的人有15000人.范礼安直称这使他想起在罗马举行的

缓盛大的祭奠。得知织田信长曾向京都的神父询问过自己的情况，范礼安立即动

身，当天到达了京都。第二天，按照当地的习惯，范礼安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织田

信长的府邸请求安排会面。3月29 日，在南蛮寺附近的本能寺，范礼安与织田

信长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面。两人相谈甚欢，第一次会面范礼安给织天信长留下

了良好的印象。

    这次会面，范礼安带去了镀金烛台、天鹅绒料子等许多礼品，65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礼物中有一只镶着金边的天鹅绒椅子。这是一位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特意送给范礼安的，是那种适合于王公贵族身份与威严的椅子。在不久后的一个

重要庆典上，织田信长向在场的所有贵族以及近加万民众展示了这把椅子。“这

对于日本来说是相当新奇的事物”。的这把椅子由四名身强力壮的人抬着，在庆

典过程中，织田信长还从马背上下来，亲自坐在椅子上。很显然，范礼安特意准

备的这张西式座椅别有一番深意，而西式座椅的这一特殊效果使得正试图统一全

国、实现霸业得织田信长获得了某种心理满足，正因为如此，他才特意隆重而自

豪地向部下和城民展示这一不同寻常的椅子。70

    在京都范礼安除了拜访织田信长本人以外，还拜访了跟他关系密切的人，如

织田信长的儿子，以及各位高级官员。每次这样的拜访，范礼安都会按照日本人

习惯，带上各种各样的礼物，不用说，精于与贵族打交道的范礼安肯定会根据不

同人的地位和喜好，挑选最为合适的礼物，以赢得这些达官贵族们的好感.除此

之外，他还特别注意避免拜访那些织田信长所不喜欢的人。

    在这里，范礼安与日本国王 (幕府将军)的关系十分让人感兴趣。当时的日

本国王虽然政治上的力量的被削弱了，但仍是荣耀和尊贵的象征，拥有特许权，

总得来说他在道德上的影响力要大大超过他在政治上的作用。然而在耶稣会的年

.，1 六、一卜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三期第五卷，第270页。

.《耶稣会日本年报》.上，第77页。
”日本准管区长科埃里神父在，15引年度日本年报，中说:.视察员在为面见信长而去他那里时，(按照日
本的习惯)带去一张施以黄金装饰的丝绒椅子作为礼物。山于这一物品是绝对看不到的珍稀物品，所以一
位在中国的度诚的葡萄牙人为这一目的而送给神父的。信长非常喜欢这一物品，在节卜1期间加L它可以显
示自己的成严.所以存更加高兴。.《1六、1七世纪耶稣会【1本年报，.第三期第六移，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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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里面弗洛伊斯的书中很少提及到他，而且范礼安现存的信件中对相关的事件也

是只字不提。他们是要掩盖什么吗?二年之后，与范礼安同行的Mexia在写于澳

门的一封信中，描述了日本人小心谨慎近乎于洁癖的行为。他在信中提到:“我

可以担保，当我跟随范礼安拜访织田信长和天皇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入口处换上

新的鞋子并穿过门厅;除此之外，还有一位随从跟随在我们左右，手中拿着毛刷，

清扫我们身上的灰尘。””这段文字，如果它是真实的话(我们并不知道)，那这

是令人费解的;因为范礼安，似乎从未拜访过日本国王。这可以从弗洛伊斯于

1584年写给总会长的一封信中找到依据。为了获得国王允许在日本首都建立一

个基地，他们正在计划去京都.在与总会长商讨计策的时候，弗洛伊斯回顾了从

沙勿略时期开始直到当时传教士们与国王的关系状况.弗洛伊斯曾多次试图让织

田信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他得以拜访国王。“当我在京都的时候，我曾多次请

求织田信长允许我去拜访国王。织田信长己经向我们表示了他的善意，如今他可

能会准许我带着礼物去拜见国王·”·但是，由于极度的傲慢，他认为我们的建议

是错误的;他甚至表示了他的不满，认为得到了他的许可，我们无需再去征得其

他的人的同意，即日本天皇。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请求将不会得到认

可.”龙

    另一方面，弗洛伊斯也极力劝阻范礼安不要冒险.“当视察员来到京都，他

与神父们商讨如何处理这个事情。根据我们得到居住点的经验，织田信长的个性

以及一些在京都有资历的基督徒的意见，我们认为现在还不是向织田信长提出这

个请求的时候.””因此，出于对织田信长的重视，范礼安在日本期间对天皇的

任何访问都被取消了。这也说明，范礼安善于分析形势，并相应的对自己的行为

做出调整。

    范礼安的努力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结果.织田信长向教会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

友好:传教士们可以自由的在他的王国各处传播福音:与他以及他的三个最年长

的儿子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而且许多高层的重要人物也纷纷效仿。神父们

获得了建立教堂的地方:并且还得了资助，而且从长远来看资助会越来越多.在

京都贵族们还经常去修道院拜访神父。贵族们传教士和教会表现出了空前的关

注，而这种结果所带来的价值对于传教士们来说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我们可

Th.JaP即改 胡d耽Ju孙1仁卜一A喃，川drdovajignano insixt曰比卜。翻tu叮JaP翻.p，32
勺目ignan幼’sMissionPri解iPI‘sforJ叩朋P州11二丁节已501“石翻，P，126·
V目lgnanao’sMiss亘冈Pri”ciploforJ叩即P叭11:Th.Solu幼训，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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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注意到，与此相似的是，在中国当传教士得到皇帝的许可留在北京后，“所有

过去那些抛弃他们友谊的人，现在又都来极力拉拢友谊，全城之中的人数是如此

之多，以致很难怀疑，上帝己为传播福音的广阔天地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入口。.74

    在与范礼安辞别的时候，织田信长更是毫无掩饰的表示他对范礼安的友好.

他送给范礼安一个自己非常珍爱、异常贵重的礼物— 个描画日本首都生活场

景的屏风.这个屏风在整个日本有着很高的声誉，就连日本天皇都想得到它;范

礼安不管走到那里，他都必须在公共场合向众人展示它，以满足那些专程前来观

赏的人们。织田信长还派人向范礼安表达了自己的用意，他说这一个礼物是他与

范礼安友谊的证明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神父们的态度。作为礼物，送给范礼安10，

000克鲁扎，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拥有大量的财富，但是把他自

己如此珍爱的物品送给范礼安而没有送给天皇，这足以表示他对耶稣会的诚挚的

友谊。

    捐赌日本首都的绘画，织田信长的意图是向印度和遥远的欧洲显示他拥有的

权利和日本高度的文明?抑或是他希望，藉由向传教士表示尊敬，而使他所痛恨

的和尚们受到羞辱?又或者是对他所欣赏的视察员所表示的诚意?也许，以上的

动机都兼而有之。

    范礼安在京都取得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其因地制宜的传教方针，而传教士

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织田信长的政治需要，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从军阀割

据的战国年代向统一的封建国家过渡的特定时期中，传教士事实上成为统治者用

以牵制传统宗教的外来力量。

”《利玛窦中国扎记》，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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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为规范的调整与改变

    范礼安访问日本期间，意识到的最为重要而困难的就是日本文化与欧洲文化

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他一直关注着这一根本差别，从未倦怠。这种差别是如此

之大.在范礼安看来，欧洲人来到日本就必须像小孩一样，重新学习如何吃饭，

如何坐立，如何说话和穿着。

    范礼安对传教士改变其行为规范的必要性的认识是在传教过程中不断加深

的。早在他在九州停留期间，日本的一些统治者，其中包括有马晴信以及他的叔

叔大村纯忠就提醒过范礼安要特别注意传教们的一些“非日本”的行为以及这些

行为所导致的日本基督徒的反抗以及非基督徒的厌恶的后果。长崎国王也对范礼

安有过同样的抱怨，并要求这些福音的传播者改变对日本人以及日本习俗的态

度。因此很自然的，1550年召开的丰后耶稣会员协议会上，传教士们对改变行

为举止这一议题进行了特别地讨论。其中的第十八项议题是:“全面的遵守和尚

们的习惯和礼仪是否明智?”，5根据原则，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而肯定

的回答，即不管是在处所内还是公共场合，适应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是“完全必要

的”。由于，与欧洲完全不同的习惯，所以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传教士们不可

能不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否则“就会极大的冒犯他们并遭到他们的责难".

    而在京都的奥尔格基诺神父也对范礼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尔格基诺把日

本教区视为“仿佛我们的新娘”，由于对日本的高度评价，他在京都采取了一系

列适应政策.在行为方式的改变方面更是做了巨大的努力。他一直努力学习日语，

依据范礼安的描述，在1579年十二月之前他对日语有了一定的掌握:数年之后

他的日语己经相当的好了。一直跟他有着完全相反的传教策略的卡布拉尔对他的

行为曾经不无挖苦的写道:“刚到日本，他的着装就有了彻底的改变，并且根本

无法改变他的看法。”，拓在饮食方面，他很早就有米饭代替了欧洲的传统食物面

包。奥尔格基主张全面适应日本人地生活方式，并要求所有的传教士都要热爱日

本教区并使自己完全适应这个民族。他曾经坦言:“我是日本人更甚于是一个意

vali，叭ao’，Missionpri飞ipl“rorjap朋P叭11:T、七Soluti的，pJ，8
TheJ即助‘“助dtbeJ“sui。卜一人les‘川d川oValignanoinsixl‘en-Cenl“叮laP断P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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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人。””

4.，改变饮食习惯

    对于到东方传教的欧洲传教士来说，这里的饮食习惯与他们的有太大不同，

他们一般都无法适应，日常的很多食物甚至要从遥远的欧洲运送过来.然而，欧

洲式的饮食习惯，却给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造成了不利影响.日本人习惯于通过

外国人的外表来评价他们，在他们眼里在礼仪方面远不如僧侣的传教士自然无法

拥有像僧侣那样的威信。因此，肮脏的桌布和长巾，沾满油污的器具，脏乱的厨

房以及不文雅的用餐方式等等，这一切都成为传教工作的阻碍。

    基于这一点，范礼安第一次访问日本期间，对于饮食方面的行为规范作了比

较集中的讨论。在丰后会议上，对于饮食方面传教士们就以下两点进行了讨论:

在餐桌上应该按照欧洲的还是日本的行为习惯?餐桌上供给的应该是西方的还

是当地的食物?7吕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后来被简化为是蹲坐在低于腰部的矮桌还

是坐在欧洲式的高脚桌上吃饭。如果欧洲人，为了完成他们在日本的任务，而决

定在未来蹲坐在地上用餐，那么它将预示着适应日本的种种努力决不会就此停

止。起先，在完全适应日本用餐方式上传教士们存在着不同意见。一些建议者区

分了在小处所和大的会所里的不同行为方式，认为在前者可以适用欧洲的方式，

但在神学院这些地方，为了迎合日本成员，则必须小心谨慎，采用日本人的方式。

同时，食物应该尽可能的按照欧洲的风格来准备:如果它必须按照日本模式来供

应，那么在开始吃之前，它必须得到冷却。然而，其他的一些建议者强烈反对这

种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在任何地方都要彻底地适用日本人的习惯，无论是在处所

还是神学院，这是原则问题。传教士生活在日本人之中就必须遵照他们的用餐方

式。迄今为止，在神父和修士的餐厅中，大家坐在高钦桌前并且用桌布和餐巾。

通常，它们并不可能在每餐之后得到更换和清洗.这在日本人看来是十分肮脏的。

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都可以通过遵照日本人的方式而得以避免。

    讨论从在餐桌上的行为一直到所用的器具。关于餐具，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意

见。一部份传教士主张一半用欧洲器具一半用日本器具，这样就能迎合双方的需

、目1助助ao，sMissionPri”ciPI“forjaP即paxtll:T卜esolut.氏P.110
训‘即a”ao’sMissionP朋cipl‘sforJ即却P到rt定1:T、‘Soluti呱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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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综合双方而达成一致。如果这样做，欧洲人可以享用

他们的食物，而日本人也没有理由反对了。最后有超过一半的传教士认为，应该

完全地适应日本人的方式。

    在丰后协商会议上对于适应政策讨论在后来的长崎会议上得到了更进一步

的商讨和澄清。在有关吃饭的方式上，最后的决定是:应该适用日本人的习惯，

即在任何场合都要蹲坐在地板上在矮桌子上吃饭.

    而更为让传教士头疼的问题是，对于食物的准备是否应该也采用日本的方

式，还是完全依照日本的习惯。对此，丰后会议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见，在此

次长崎会议上仍没有什么改变。其中有两位神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即

每周的前几天采用欧洲的习惯，后几天采用日本的习惯。另外有八位神父，支持

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用日本的方式准备和供应食物，这样就可以不那么在意到底

是日本的还是欧洲的食物了。而大部分人者赞同第三种也就是最激进的一种观

点，即从内容和形式完全采用日本的习惯，总共有16人同意，其中包括卡布拉

尔、奥尔格基诺、弗洛伊斯。

    范礼安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详尽的指示。原则上他支持完全的适应方案。“这

对我们在日本的传教工作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79范礼安在饮食方面的具体规

定如下:

1、禁止在任何处所饲养猪和羊，禁止屠宰牛并且晒干、出售它们的皮毛.

可以饲养家禽，如鸡、鸭等，但必须把它们围在围栏里.

    2、在那些还没有流行吃牛肉、猪肉等欧洲食物的地方，传教士不可以食用

这些食物，但是那些日本人并不拒绝的食物除外，比如蛋糕、饼干和橄揽.从今

往后，不可以用欧洲食物来招待日本统治者们，除非这已经成为了习惯.

    3、在那些经常与葡萄牙人接触的地方，日本人不再拒绝食用猪肉和牛肉的

地方，传教士可以偶尔食用这些食物;但是食物必须用日本的方式来准备，在拿

到餐桌前必须把骨头去除并把肉切成小块，这样日本人就不会在有什么流言蜚语

了。为了与日本人一致，调味料偶尔要放在瓷碗里。

    4、传教士们一般食用米饭、调味料、饭后甜点等。在一些适当的场合，可

以喝一些酒或者茶，但必须用日本的礼仪.

”valigr团.。，sMissi曲Pdnc云p.esrorjaP即P叭11:仆cso加‘沁n，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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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那些生病或者体制弱的传教士，如果确实需要，可以食用欧洲食物.新

来的传教士可以逐步的适应，他们也可以食用欧洲食物，至少在第一年是这样，

但他们必须是自己逐渐的适应新环境.

    从以上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在饮食方面传教士要做出很大程度的改变和适

应。让从小在西方环境下长大的欧洲传教士，做如此大的改变决非易事。事实上，

范礼安刚到日本时，也抱怨日本的饮食习惯以及食物很难吃。“中国人跟欧洲人

一样吃大量的肉类，而日本却跟其他民族很不一样。他们常吃一些在其他地方所

没有的食物，人们很难描述和想象他们到底吃的是什么.”即而只是迫于现实情

境，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采取日本人所能接受的方式，已到达其传教

目的.

    由于范礼安对于日本社会不断深化的认识，以及在他第一次到日本以后的近

三十年间日本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他后来的著述中，逐渐改变了他早期的陈述。

在他1601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日本人对肉类食物的态度和反应有了显著地变

化，由此他更改了禁止传教士吃肉类食物的规定。然而，注意礼仪以及与日本人

保持一致的原则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日本人他们自己受传教士们的影响，也开始

吃肉类食物了。

4.2服饰的选择

    利玛窦在1594 年脱下僧服，改穿儒服的举动，一直被视为耶稣会中国传教

史的重要事件。《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编写者金尼阁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中国传教

史中划分两个不同阶段的主要标志，井声称“从此以后，一切开始发展，几乎到

了繁花盛开的地步.”引但很少人注意到，耶稣会传教士在日本也遇到了几乎相

同的问题与艰难抉择。

    沙勿略是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耶稣会士，而他这一决定并不是想当然的举

动，而是基于他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以及他的亲身经历.一开始，沙勿略穿的仍是

传统的修道服，他把僧侣们穿的华丽服饰看作是堕落的象征.但是，一年以后，

va肚gnanao、Missi曲PrinciPlesforjaP朋P州“:Thesolution，p之56‘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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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不断遭到挫折的沙勿略开始反思，他发现日本人十分重视外表，传统的服饰

并不利于传教士们与上层人士打交道.于是，他改变了原先地看法，脱掉了破旧

的黑色修道服，按照日本人习惯把自己重新包装起来。在拜访大内义龙时，他不

仅携带了大量珍贵的礼物，还换上了天主教神父在祭奠时才穿的华丽祭袍.据说

大内义龙对传教士的服饰大为赞赏。访问取得了成功，这也使得沙勿略更加确认

华丽的服饰在传教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费雷拉神父于1559年到京都地区传教之后，服饰包装的实际作用由于其

布道对象多为富裕的商人市民和武士贵族而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年长的基督徒

明确地告诫神父，日本人通常是通过外观和服装来评价他们不熟悉的人。而僧侣

们正是以其外表上的华美装饰来显示他们的身份和价值。所以，他们恳请神父们

在(正月里)对将军的访问中，尽可能地通过服装来展现传教士的威严。他们说，

那些身处高位的人极为讲究，如果有人以平常服饰出现在他们面前，就被认为是

对他的侮辱和无礼。在异教徒还不了解神父的身份或对基督教的教义一无所知

时，这些外在装饰物将有助于提高基督徒的威望。

    机敏的费雷拉神父立即接受了信徒们的建议。在随后对将军进行的几次礼节

性访问中，他精心设计了几套不同的服装组合。第一次在短百衣上套着stola(天

主教等圣职人员披的圣带和长巾)。第二次在葡萄牙衣料制成的长修道服外罩上

斗篷。第三次登门拜访时，费雷拉皮上了用 C抽.alote(一种丝毛织物)制成的

LOba(前开的长袖上衣)和镶着古老霍尔木滋段子的大斗篷，并戴上一顶庄重的

帽子。他的随从弗洛伊斯也身着斗篷，脚上套着中国大官或权贵们使用的捻丝制

的靴子。为了显示神父的地位，费雷拉故意乘轿前往，并有15至20个基督徒伴

随而行。眨

    随着传教工作的进展，耶稣会士在服饰使用上达成了某种不成文的默契，即

在传教布道和与社会上层人士交往时，穿者用中国丝绸制作的华美的修道服。值

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传教士易装的内容与利玛窦等中国传教士改穿儒服有所不

同，但目的基本一致，即试图通过这种外在包装，获得社会上层人士的认可，最

终获得或是取代僧侣的显赫地位。

    然而，由于易服的最初灵感可能来自势不两立的信仰对手，所以易服问题很

砚弗洛伊斯:《1一1本史》，第三册.松田毅一等译注，中央公论社.1992，第66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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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在传教士内部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由于第三任布教长卡布拉尔神父对此持

反对态度，双方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和争议变得突出而激烈起来。

    卡布拉尔于1570年6月8日到达日本，一到日本他马上召集所有的神父，

与他们讨论传教事宜。从后来的信件中，我们得知，在此次会议上卡布拉尔以视

察员以及印度省会长的名义，禁止传教士穿丝绸服装以及使用任何的奢侈品.

    卡布拉尔在写给总会长的信件中，阐述了自己为什么要进行改革的原因.他

认为耶稣会远东事业的创始者沙勿略在日本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但自从传教士

参与贸易活动，他们就开始了奢侈的生活方式。贸易带来了财富，随之而来的是

丝绸产品被应用在了服装、床上用品等各中生活领域上;食物变得越来越丰盛;

并且大量使用仆人:传教士们越来越不热衷于布道和传教工作。“在日本的传教

士更像是一个绅士而不是一个清贫的布道者”.幻

    然而，卡布拉尔的决定遭到大部分传教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指出，日本是一

个十分重视外在的民族，如果传教士如今用传统的黑色布衣代替丝绸服饰，那么

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都会远离他们，改宗的大门将从此被关闭。而卡布拉尔

则坚持认为，传教士要过谦卑、贫困的生活，这是基督教的传统。

    卡布拉尔要求传教士们改穿传统布道服，其根本动机或许是对少数传教士奢

华生活的不满。虽然，表面上只是服装的改变，但是，这一举措，极有可能导致

对日本文化的重新估量以及传教士行为方式的重新选择。如果这样，它将会对沙

勿略所开创的文化适应政策形成威胁。

    范礼安来到日本的时候，有关服装问题的激烈争仍未停止.“范礼安对此的

处理极为策略，也顾及卡布拉尔布教长的特殊身份，没有立即表现他的观点，而

是将这一难题提交全体传教士大会进行讨论，试图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范礼安

在会议结束后，对于服饰问题做出了这样的阐述:服装必须采取统一的形式，即

日本传教士的服饰不应该各不相同，同时也不能与欧洲以及印度传教士的服装有

太大的差异。这一规定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原则而是要根据实际而定。另外，服装

要与修会俭朴的传统保持一致。最后，耶稣会士的服饰与同宿者的服饰要有所区

.vali，.幻ao，sMiss应on而nciples.rJ即明padl:仆‘Probl的.p加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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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除此之外，范礼安还规定只有在盛大的节日以及进行正式拜访时，才可以穿

上披风。尤其是拜访那些特殊的人物，特别是那些异教的高层人士。鞋子可以是

欧洲式的也可以是日本式的，外出穿的靴子和鞋要放在适当地方。同宿可以穿青

色的和服。十六岁以下以及那些刚进来一年的学生，可以穿丝绸和服。修士的法

衣可以仿照日本和服的式样，但是必须像葡萄牙的法衣那样把脖子围住以及有着

长长的袖子。

    从范礼安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他要求传教士穿统一的服装，避免

教会内部的分裂:另外，他并没有明确规定是穿传统的服饰，还是穿丝绸的服饰，

而是说不能与欧洲以及印度有太大的差异，而且要根据实际而定，这就给具体穿

着什么样式的服饰留有了很大的空间.而且，在正式拜访中，可以穿上披风，这

也再次肯定了华丽的服饰在与上层人士交往时的重要性。事实上，在1580年，

在有马城举行的复活节祭祀上，传教士就在范礼安的授意下，重新披上了华丽的

祭服，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而在进入京都时，范礼安也带上很多套祭祀用的华

丽服饰，以及画像、乐器等一些礼拜用品，其通过盛大的仪式展示教会威仪的用

意一览无余。

    由于范礼安的这一态度及其类似于钦差大臣的特殊地位，在他首次巡察日本

之后，教会内部有关服装问题的争议似乎在无形中趋于平息。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所有传教士的认识取得了一致。我们知道，服饰在东方封建国家不仅是一个形

象问题，在许多时候还包含着某些政治含义。因此，虽然仍有不少传教士对这种

行为方式表示不解或不满，但顾虑到社会现实的巨大压力，反对者的声音显得颇

为无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教士形象的重新包装与新规范的固定，意味

着对现实的屈从.此举的目的是表明传教士如何努力地实现自我改变，试图以为

人所认可的新形象融入日本社会的上层，从而达到传播信仰的终极目的.

“valignanao，sMissi佣Pdnciples允rjaPanP时11:仆esolo11曲，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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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沙勿略开创、范礼安发展起来的因地制宜、灵活的传教方法，也就是我们

今天所说的文化适应策略，其本质就是传教士为满足传教需要，调整其行为规范，

用一种可以被当地人所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教。文化适应政策的本质是手段，而非

目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其生活习俗、行为方式、道德概念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如上述诸章所表明的那样，在许多时候，是否能够赢得这种挑战，不仅关系

到传教们能否顺利地传播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而且关系到他们能否立足和生存。

因此，当传教士无法用武力或其他手段彻底消除这些对立面时，他们的唯一选择

只能是做出自身的调整，寻找并改善某种能够被传教者能够理解、并且可以接受

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传教士只能委曲求全，采取因地制宜的权

宜之计，以达到其传播福音、使所有东方人改宗基督教的根本目的。因此，在这

里我们不应当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把文化适应看成是传教士们的目的，看成

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并且对“文化适应政策”做出过高评价。但另一方面，我们

也不能割裂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传教士采取文化适应策略的动机是

达到传教目的，但是在实施这一策略单程中，客观上导致了对当地文化的研究·
而采取当地人所能接受的传教形式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异质文化间的相互冲突与

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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